
評論｜從華語青春片的式微，談Z世代想看到怎樣

的青春電影

青春片熱潮退去，曾經數十億票房到今日無人問津，年輕世代的故事為何失去魅力？

《少年的你》劇照。圖：網上圖片

什麼是「青春片」？這是一個約定俗成卻難以精確定義的說法。它既凝結了觀眾默契的聯想，也涵

蓋了多樣的形式與表達。準確地說，青春片是一種題材，一種關於希望、變革、痛苦與個體能動性

的文化想象，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工業類型。

在2010年代的華語影壇，一類脫胎於青春文學改編潮的電影，曾持續佔據市場主流的目光。《致我

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左耳》《匆匆那年》《同桌的你》等作品，以類型化的敘事與美學不斷重演

「國產青春」的敘述母題。這類青春片是成功將「青春」概念去政治化的市場表述，也深刻參與了

一代人的青春文化建構。

但今天，這股熱潮顯然已經退卻。青春片的式微是否意味著更大的危機？當電影不再是情感與記憶

的共同承載體，「青春片」也隨之失去了集體共鳴的基礎。「共同文本」的撤離，是否意味著電影

與觀眾必將漸行漸遠？這是電影自身的表達疲乏，還是「青春」作為文化想象的退潮？而站在當

下，年輕觀眾又真正渴望看到怎樣的青春故事？



《我的少女時代》劇照。圖：網上圖片

華語青春片流水線的崛起與失效

在華語電影的票房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屬於青春題材的「小時代」。

2010年代初，兩部現象級的電影接連登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九把刀，

7646.1萬）《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趙薇，7.26億），掀起了懷舊青春片的熱潮（註：

票房數據為人民幣，下同）。

此後短短幾年內，「網絡小說IP+青春懷舊主題+名導明星」的工業化模式被迅速複製，青春片成為

中國電影市場高速擴張時期「低成本高收益」的黃金公式。《匆匆那年》（2014，張一白，5.88

億）、《同桌的你》（2014，郭帆，4.55億）、《左耳》（2015，蘇有朋，4.84億）、《梔子花

開》（2015，何炅，3.78億）、《我的少女時代》（2015，陳玉珊，3.58億）等影片扎堆上映，

幾乎都採用「回憶視角+校園戀愛+成長遺憾」的固定結構，在寒暑假等核心檔期集中釋放情緒能

量。

從《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開始，這類青春片就伴隨著多廳影院的擴張而熱銷。郭敬明的《小時

代》系列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員，在2013-2014年期間，用共計17.89億的高票房和大量營銷討論掀起

了青春題材的又一高潮。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這類影片的核心觀眾多處於20-24歲，且女性明顯多

於男性。這是一場新的觀影消費主體與中國特色青春產品的互相塑造，青春片開始全面滲入日常消

費與公共想象。在隨後的幾年時間裏，青春題材電影仍不時出現在全年票房榜前列，如《後來的我

們》（2018，劉若英，13.61億）《燃野少年的天空》（2021，張一白，1.61億）《這麼多年》

（2023，季竹青，3.01億）等。

然而，隨著近年來電影市場泡沫破裂、整體進入冷靜甚至疲軟期，批量化的青春敘事逐漸失靈，類

型深化的道路也被迫中斷。2024年，根據饒雪漫著名青春小說改編的電影《沙漏》僅收穫3006.0萬

元票房，悄然下線，連爭議都未能激起。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劇照。圖：網上圖片

事實上，過度套路化的生產模式，早已讓青春片出現高票房低口碑的態勢。這些影片裏車禍墮胎三

角戀的狗血劇情，不斷瓦解著觀眾的期待。根據微影數據研究院報告顯示，2011-2016年間上映的

103部青春題材電影，豆瓣評分均分僅5分。2016年，由吳亦凡和劉亦菲兩位彼時炙手可熱的流量

明星主演的電影《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裡》豆瓣評分僅4.4分。它雖在暑期檔收穫票房3.36億，位

列當年票房最高的青春電影，但這個數字也未達到2013年《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票房的一半。

從2016年至今，每年仍會有熱門IP改編的青春電影出現，如《我們的十年》（2016，馬偉豪）

《睡在我上鋪的兄弟》（2016，張琦）《最好的我們》（2019，章笛沙）《一吻定情》（2019，

陳玉珊）《暗戀·橘生淮南》（2022，黃斌），但無論是市場表現還是討論熱度顯然已無法複製當

年的盛況，人們早已對中國特色青春片疲倦了。

華語青春片的式微，既是指特定工業模式的結束，也是指電影作為青春敘事媒介介入社會想象與代

際塑造能力的退卻。所以，除了電影產業的週期變化及電影工業類型化發展不足，青春片式微的背

後還隱藏著深刻的文化與代際轉向。

過去爆火的青春片，幾乎都是一場集體主義式的浪漫想象。而新一代觀眾成長於碎片化信息、強現

實焦慮與多元認同崛起的時代，那些建立在單一模板上的青春幻覺，也就不再具備穿透力。在一切

退行的時代，傳統的奮鬥故事失效了，浪漫愛戲碼也顯得不合時宜了，以《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為代表的青春電影變得虛假且難以接近。

在銀幕之外，我們正在經歷青春話語的退潮。當代青年的畢業儀式感正逐漸消解，年輕人不再認為

婚育是唯一的人生路徑，人們不再過一種從校園到職場到成家的線性人生。「青春」隨之失去了清

晰的結束點。畢業、離別、初戀失戀這些過去的「經典橋段」也不再承載著人生的況味和情緒。

而和「共同記憶坐標」一起崩塌的，是我們再也找不到青春的「他者」。在社會價值認同日漸斷裂

的現實中，再也沒有一個可以想象、可以成為的未來角色，能進入這些悲觀的、反浪漫主義、被互

聯網過量劇透人生結局的年輕眼睛。



《同桌的你》劇照。圖：網上圖片

誰的青春？被在懷舊？誰被講述？

如果說2010年代的青春片曾內含一種能夠激發廣泛共鳴的情感結構，那幾乎等同於懷舊情緒的生成

與抒發。

在影片中，主人公（多為80後一代）緬懷青春時，總會穿越性壓抑與性解放並存的90年代，或是表

現男女主第一次開房時的笨拙和尷尬，或是表現女生失戀墮胎的疼痛與失控。也會在鋪滿懷舊金曲

的場景中跨過一個個新世紀的大事節點，例如《匆匆那年》裏的「千禧年跨年」，《匆匆那年》裏

的「北京申奧成功」，《同桌的你》裏的「非典」……

而除了這類典型的爆火青春片，當時中國電影市場上那些備受矚目的那些電影，也不乏懷舊的特

徵。例如陳可辛的《中國合伙人》（2013）、開心麻花的《夏洛特煩惱》（2015）、徐崢的《港

囧》（2015）和馮小剛的《芳華》（2017），回望或穿越，遺憾或逆襲，它們和青春片共享一套

情緒邏輯。支撐這套情緒運作的，往往是今夕對比的雙層視角，以及兩個時空切片間的巨大變化。

可以說，2010年代青春片之所以能流行，正是因為它們誕生於一個快速躍進、充滿不確定但仍普遍

相信未來的時代。當時青春的疼痛、失戀與悔恨，是對加速度生活的精神出口，也是對混亂成長的

一種浪漫化處理。儘管這些充滿車禍、墮胎和雌競的電影劇情總是飽受詬病，但從文化與社會的角

度分析——它提供的情緒價值與懷舊模版才是它的核心賣點。

而這種做法，其實掠過了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動與情緒裂痕，並通過「與過去和解」的姿

態，替代性地撫平了那些並無明確出口的成長創傷。但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和解」已不再可

能，或許也不再重要。

但這不代表懷舊的需求與情緒已從大眾文化中退場。只是在媒介結構不斷更迭的今天，病毒式傳播

的千禧風短視頻模版，不斷翻紅的老歌金曲，便足以喚起零碎的懷舊感受。許多年輕人不再傾向從

集體觀影中尋求儀式感，而是要從那些貼近自己生活的內容裏獲得陪伴感。短視頻、Vlog、播

客……這些分分眾渠道下的內容載體或許是年輕人新的棲身之地。如今人們更傾向於在碎片化中自

我調度懷舊節奏，也因而賦予了自己更多的情緒主權。在這一點上，青春片再也無法壟斷集體記憶

的入口，就像我們已經無力對青春本身進行統一的情感處理。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劇照。圖：網上圖片

與此同時，正是經由這些更為平民化的媒介，人們也逐漸意識到發現過去的青春片總是在講「青春

作為特權」的故事。《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裏，鄭微、陳孝正等主角在大學裏雖然始終囿於愛

情糾葛和友情考驗，但都在畢業後過上了光鮮的生活。他們的生存矛盾與階級差異，被包裹在強烈

的戲劇化與浪漫化外衣下，剝離了其可能映射的任何結構性社會困境。這種對複雜現實的簡化與遮

蔽在《左耳》中同樣顯著。影片雖觸及了小鎮青年黎吧啦、張漾這類邊緣角色，但卻大幅弱化了其

悲劇的社會成因，僅僅簡化為一場由個人情感糾葛引發的意外。同理，《小時代》裏林蕭、顧里、

唐宛如和南湘這四個家境迥異的女孩，真的可以用閨蜜情彌合階層差異嗎？《那些年，我們一起追

的女孩》裏柯景騰對沈佳宜的追求，又真的沒有絲毫在俊男靚女顏值法則下對性騷擾的美化嗎？

在電影工業最樂於複製的「全民初戀敘事」中，青春被設定為一段值得懷念、值得悔恨、但又不會

過於疼痛的、可消費的過往。它滿足了觀眾對情緒釋放與時間美學的想象，卻同時限制了青春的複

雜性和異質性。

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也曾有備受好評的青春題材電影，如《狗十三》（2018，曹保平/焦華靜，豆

瓣評分8.2）《過春天》（2019，白雪，豆瓣評分7.7）《瀑布》（2021，鐘孟宏，豆瓣評分

7.7）。除了《少年的你》（2019，曾國祥，豆瓣評分8.2）以15.58億，成為貓眼票房統計中內地

影視青春片票房榜榜首，其他都並未獲得良好的市場反響。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片都在青春框

架中納入了原生家庭、城鄉或階層差異、性與性別、疫情或應試教育體制等社會議題。這些是真實

存在於青年生活中，而非為了疼痛的影像感覺而刻意製造的矛盾。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作品擺脫了此前用非理性消解一切的青春片慣性。或者說，它們已不再屬於

同一種形態的青春片。而當更私人更非主流的青春敘事站上舞台，並逐漸取代過往宏大敘事的青春

片，又有怎樣的電影，正在嘗試靠近今天更年輕的觀眾？

面對社會經驗的分化與價值系統的重構，Z世代（通常指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一代，亦可視為一

種自我認同而非外部划定的身份）期望看到怎樣的青春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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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的電影期待與青春敘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學者與創作者中心發佈的《2024青少年與媒體研究》中顯示的Z世

代媒介偏好，正在深刻電影的敘事邏輯與傳播路徑，甚至揭示了一股倒逼電影青春表達進行系統性

革新的潛流：

其一，是去中心化的表達接受路徑。

社交媒體（31.1%）超越傳統媒介成為Z世代最信任的信息源，讓電影的意義不再局限於銀幕本

身，而是延伸至影評博主二創、觀影Vlog和評論區互動。Z世代幾乎可以隨時隨地迅速建立起一種

次級社群的觀影體驗。在這樣去中心化、去權威化的觀影生態下，那些能引發觀眾共鳴和情感討論

的作品更容易被傳播和記憶。反之，那些高度封閉於創作者自身經驗的、情緒強度不足或共感幻覺

失效的作品，便很難獲得這一代人的青睞。

在宏大敘事失去信用、同溫層小敘事更加重要的今天，觀眾不再喜愛統一的「青春敘事」，而傾向

於接納多元的青春表達。譬如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李一凡，2019），以真實的個體命運呈現

「社會化」的殘酷與其中的個體尊嚴；《盛夏未來》（陳正道，2021）雖未廣泛流行，卻將電音文

化、網紅生態以及虛擬交友等元素納入青春景觀，呈現出更貼近Z世代的生活邏輯。放眼全球，

《淑女鳥》（葛莉塔·潔薇，2017）《模犯生》（納塔吾·彭皮里亞，2017）《你的鳥兒會唱

歌》（三宅唱，2018）《青春末世物語》（空音央，2024）等能切中當下觀眾的青春表達，也正

是在堅持對個體經驗「去浪漫化」的精准解剖，以青春抗爭為稜鏡折射階層焦慮與自我認同的普世

困境。去中心化的表達接受路徑，正在重塑青春片的公共性。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圖：網上圖片

其二，是對幻想與現實並置的需求。

在「Z世代最想看到的內容」中，「科幻世界」（36.2%）「個人生活」（24.2%）與「影響社會的

現實生活」（26.5%）佔比最大。《環球銀幕》中文版2025年第7期的文章《電影的未來，得看Z世

代的臉色》對此的分析是，幻想題材和動畫電影在此背景下有了獨特的優勢，因為——這些作品往

往可以在逃避現實和面對現實之間找到了新的平衡。

也就是說，人們需要一種既誠實承認現實又飽含對現實希望的作品。而過去那些總是回避或錯配真

實成長命題的青春片，幾乎站在它對立面。它們虛假、真空、缺乏對生活的建設性，雖高舉一代人

議題的大旗，卻被如今更具消費理性的年輕人戳破了「與我無關」的事實。新一代觀眾更關注結構

性壓迫、階層落差、心理創傷等議題，也更傾向於承認失敗、困惑和不確定。

創作者們需要釐清——Z世代所面臨的「現實」是深刻矛盾的。一方面，TA們得益於教育民主化，

曾經目睹理想主義的曙光，也擁有更多元的選擇權；但另一方面，卻置身於經濟放緩、資源緊縮、

現實壓力驟增的環境之中。希望與絕望，在這一代人身上同時生長。所以，Z世代並不信任理想化

的通關式人生劇本，而更期待看到關於青春混沌本質的表述。前文提到的三宅唱、空音央作品恰是

這種表達的典範：它們以酷兒性、邊緣感和時代陰影折射出青年人的掙扎與張力，既與當下年輕觀

眾生活保有相關度，又通過影像建構出了一個可以被想象的未來時。

其三，是對結構性問題的敏銳感知。

Z世代觀眾對議題性與多元性有著強烈的訴求。《2024青少年與媒體研究》中指出，Z世代會希望

看到電影對主人公經濟焦慮、心理健康、邊緣處境的呈現。與此同時，TA們也對內容的多元性與流

動性有更多的需求，例如70%的Z世代觀眾喜歡影視角色組合是朋友而非情侶。這也部分解釋了傳

統青春片以異性戀愛為核心敘事動力的範式，為何正在失去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更複雜的親

密關係、更非典型的角色構造，和更具現實含義的社會位置。

在國際電影節體系中，這一潮流已有所體現：早川千繪的《雷諾阿》（2025）、安德莉亞·阿諾德

的《女孩與鳥》（2024）和印蒂雅唐諾森的《露營悄悄話》（2024）等片，均以女性導演視角切

入女孩的青春，揭示在制度性暴力中成長的艱難。這些作品拒絕將青春美化為純真幻想，而是深入

權力、孤獨與身份壓迫之間的張力，並展現角色自我建構的過程。



《小武》劇照。圖：網上圖片

事實上，青春的敘事真實從未消失，只是被標準的框架所排除。回看市場化前的華語青春電影，也

會發現許多鋒利而複雜的呈現。上世紀90年代，與宏大敘事分道揚鑣的第六代導演，將鏡頭對準社

會邊緣的青年，關注他們在轉型期城市中的游離與掙扎。《冬春的日子》（王小帥，1994）《週末

情人》（婁燁，1995）《小武》（賈樟柯，1998）等作品中，青春意味著漂泊、壓抑與生存的艱

辛；而台港作者導演如楊德昌、徐小明，則通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少年吔，安

啦！》（1992）將青春與歷史創傷、國家暴力並置，構建出青春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深層關聯。

青春的政治性和議題性，一直存在於那些不依賴安全命題的作者表達中。因為「青春」，就是多

義、非線性與不穩定的因子對系統發起挑戰——那麼其與商業電影系統的合謀注定是曇花一現。

近年來，華語電影乃至全球電影面臨生存危機。一個重要趨勢是：電影與觀眾的聯結越來越弱。Z

世代觀眾不再將看電影視為必要的公共參與，還發明瞭「老登電影」一詞，去命名那些主題陳舊、

形式保守、脫離現實的作品。這警示著電影創作，想要真正回應Z世代觀影期待的青春敘事，必須

從結構、語態、媒介到觀看方式進行系統性轉變。

至於華語電影還能否出現一部受到好評的青春片？方法論上，可以從小敘事中切入，在困境中發

聲，以青春的模糊性對抗現實的封閉性。但最終極的問題是：電影，是否還敢承載這個時代青年的

複雜與真實？


